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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供给与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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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与谈判策略研
究”（项目编号：１９ＺＤＡ０６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 “发展中国家地位研究：基于历史
与规范的考察”（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ＹＱＮＱＤ００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１

摘　要　在综合比较不同发展合作机制供给范式的基础上，本

文提出在全球化发展和深度一体化的背景下，“协调范式”有利于加

强国内与国际机制之间的协调，实现合作参与国之间的优势互补。

尽管比较优势应以市场为基础，但比较优势的递进需要政府的引导

和规制，由此催生了国内机制的整合与国际机制的协调。 “一带一

路”发展合作致力于发挥和塑造比较优势，本质上是以优势互补为

特征的 “协调范式”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已形成融合、

嵌入、嵌套、对接等机制供给路径，呈现丰富多元的内容设计，其

对沿线国家和全球发展合作的效用也逐渐开始显现。当前，“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仍存在某些机制障碍，为此应秉持开放型、

包容性、差异化三大原则，在不断完善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的过程

中提升自身机制化水平，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发展合作 机制供给 协调范式 比

较优势 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倡议。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６年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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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

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① 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根据有关国家发展需要，积极开展发展合

作，在深化政策沟通、加快设施联通、推动贸易畅通、促进资金融通、增进

民心相通上发挥作用，为各国发展培育空间、创造机遇，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②

当前，“一带一路”已成为国际机制③特别是发展合作机制供给的重要增

长极：已召开两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出台了 《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系列文件，打造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丝路基金等合作平台，实现了 “一带一路”机制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的

快速发展。不过，仍有部分国家对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机制供给存在疑

问甚至担忧，同时 “一带一路”自身也亟需在贸易、投资和互联互通等方面

转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这些都要求尽快总结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机制建

设经验。

本文从机制供给的角度出发，分析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机制建设的路

径、内容与特征，进而提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与可行

路径。本文前后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文献综述，重点比较 “水平范

式”、“垂直范式”和 “协调范式”三种机制供给的异同优劣，指出 “协调范

式”有利于实现各国的优势互补，使发展合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部

分提出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致力于发挥和塑造比较优势，本质上是以优势

互补为特征的 “协调范式”发展合作；第三部分从融合、嵌入、嵌套、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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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８月
１８日，第１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ｆｂｐｓ／ｎｄｈｆ／４４６９１／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６９６６９９／１６９６６９９．ｈｔｍ。

约翰·鲁杰首先提出国际机制的概念，用以指代一部分国家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期望、原则
和规定、计划、组织的能量和财政义务。斯蒂芬·克拉斯纳把国际机制定义为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
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本文在此基础上扩大国际机制的内涵，将推动国际
合作的组织或协会、成文规则、指导性原则、不成文规定等都视为机制化的表现形式。Ｊｏｈｎ　Ｇｅｒａｒｄ
Ｒｕｇｇ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９，Ｎｏ．３，１９７５，ｐ．５７０；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６，Ｎｏ．２，１９８２，ｐ．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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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路径出发，评估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机制供给对沿线国家和全球发展

合作带来的效用；第四部分探讨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现实障碍，为推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一、发展合作的机制供给范式

国际发展合作的机制供给主要有四种范式：一是 “垂直范式”，即由发

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设备、食品、技

术和人员等援助，属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南北合作；二是 “水平范式”，

该范式与 “垂直范式”相对，是一种传统的、基于平等发展和互利共赢原则

的南南合作；① 三是 “协调范式”，强调国际发展合作机制与合作参与国国内

机制的相互协调，体现了新时期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融合方向；四是 “脱

钩范式”，该范式与 “协调范式”相对，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机制上与发达国

家 “脱钩”，实行进口替代战略。② 由于 “脱钩范式”对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持

极端反对态度，本文将不做深入讨论。

（一）“垂直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尽快恢复战后经济和促进国际发展，主导构

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发达

国家实现经济复苏，发展中国家成为发展合作关注的重点。现代化理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而转型的最终目标

是成为西方模式的发达国家。为了防止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生革命，

西方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③ “垂直范式”的发展合

作是一种援助国—受援国的机制结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 “上位”，向处于

“下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和其他方面的支持。④ 提供援助的发达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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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育龙、卢伟、滕飞、孙伟： 《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的我国对外援助和开发合作体系》，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２页。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译，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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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ｅｎ　Ｖ．Ｍｉ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ｕｓｔｉｎ　Ｈ．Ｔｉｎｇｌｅ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２００－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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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国际机构在很多情况下主导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严重侵蚀了后者

的主权。①

随着合作参与方日趋多元化， “垂直范式”发展合作呈现出机制碎片化

现象。② 除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

和多边金融机构外，发展合作还出现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等

新的参与主体。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避免相互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国际发

展援助体系确立了 “战略性不借款”（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ｏｎｌｅｎｄｉｎｇ）原则和 “制度化

非竞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ｎ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原则。③ 战略性不借款原则明确要

求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以及多边机构的援助不与私人投资和借贷竞争，

对于可以获取私人资本的工程不提供公共基金的贷款。制度化非竞争原则是

指寻求援助的国家在没有获得私人借贷和投资时，寻求援助的国家此时在原

则上只能先从条件较苛刻的机构获取援助，如果不成功，条件较宽松的机构

才向其提供援助。④ 不过，鉴于主要援助国和国际组织的机制整合远远滞后

于机制供给，“垂直范式”发展合作的碎片化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缓解。⑤

“垂直范式”发展合作的另一个主要缺陷在于缺少受援国参与。自二战

以后，发展合作一直由发达国家主导，几乎听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致使

国际发展合作机制存在援助国供给与受援国需求的错配。例如， “千年发展

目标”未对国际行为体的发展诉求进行有效区分，而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为

所有国家和地区设定了单一的发展目标。对于那些地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最

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而言，其发展需求和目标设定必然与东亚、东南亚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根本性差异，如果不能对这种发展需求的差异性进行有

效区分，那么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就是不科学的，对其发展目标实现程度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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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荣：《西方减贫战略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影响》，《西亚非洲》，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第３２—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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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１，Ｎｏ．３，１９９３，ｐ．６７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Ｗｏｏ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　Ｊｏｈｎ　Ａ．
Ｈａｌｌ，ｅ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４，ｐｐ．２９４－２９７．

丁韶彬：《国际援助制度与发展治理》，《国际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５１页。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Ｓｔｅｉｎｗ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ｅ　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Ａｉ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Ｄｏｎ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９，Ｎｏ．２，２０１５，ｐｐ．４４３－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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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也都是不客观的。①

（二）“水平范式”

“水平范式”发展合作是以互助团结、共同发展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为

基础的南南合作。② “水平范式”发展合作的兴起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实施

数十年的 “垂直范式”发展合作未能有效减少全球贫困人口。例如，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极端贫困人口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９亿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１４亿。二

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使８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的基准衡量，

中国贫困率从１９８１年的９０％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７％，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

贡献率超过７０％。在中国由援助输入国向援助输出国转变的时刻，理解和总

结中国的发展道路对国际发展合作特别是南南合作具有重要意义。③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具体从三个方面推动了 “水平范式”发展合

作。④ 一是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刚取得民族独立的情形完全不同，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目前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发展经验。拥有不同发展经验的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了平行经验分享，与南北差异的垂直经验传

播形成鲜明对比。二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具备了较强的经济实力，使得这些国

家之间的经验分享不再限于文件宣言层面，而更多地转向资金和其他援助的

流动。三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已充分认识到发展合作机制的重要性，

尝试构建不同类型的贸易和金融机构，推动南南合作进入新阶段。

“垂直范式”与 “水平范式”两种发展合作在基本定义、核心理念、关

系定位和基本原则上都有根本区别。但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和援助热

情降低，国际发展援助出现结构性萎缩， “垂直范式”发展合作不断向 “水

平范式”靠拢。⑤１９９５年以后，ＤＡＣ提出发展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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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出发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将新兴经济体接纳为重要

的发展合作机制参与方。①２００５年，ＤＡＣ通过 《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

言》，明确了受援国自主性、战略联系、计划协调、成果导向和相互问责等

五项原则。② 该宣言进一步体现了 “垂直范式”发展合作的范式转换，发达

国家角色也从原先的 “救世主”逐渐转向平等伙伴或协调中介。③ 不过，也

有学者质疑发达国家范式转换的真实性，认为全球伙伴关系和发展有效性宣

言本质上仍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又一次扩张，目的是通过

承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试图将新兴经济体拉入其主导的发展援助框

架中。④

（三）“协调范式”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依附论、中心—外围理论等激进学说一度盛行于

发展中国家，这些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独立发展，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与发达国家实现制度 “脱钩”。尽管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构建国际经济新秩

序，但真正与发达国家 “脱钩”的国家寥寥无几，因此， “垂直范式”和

“水平范式”是这一时期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形式。到了２０世纪末，特别是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和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机制建设迅猛发展。在此背

景下，“协调范式”开始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流。与 “脱钩范式”完全相

反，“协调范式”主张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并根据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推动

国内体制改革。

“垂直范式”和 “水平范式”主要关注国际层面的机制供给， “协调范

式”则在此基础上强调国际与国内机制的互动关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

一些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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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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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提出所谓 “华盛顿共识”，鼓吹实行西方式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① “华

盛顿共识”等援助理论强调在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佳的条件下，发展合作很

可能变成沉没成本，不仅无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甚至还会阻碍该

国的经济改革，延续效率不佳的机制体制。② 受援国国内的机制变革并非仅

限于南北合作，在南南合作中同样如此。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特区、

工业区、开发区等政策 “飞地”均是以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的。在

一国的要素禀赋给定的情况下，机制建设和改革能够成为提升该国竞争力的

可变因素，对资源、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③

因而，实现国际机制、合作输出国机制与东道国机制的协调供给具有重

要意义。从东道国角度看，通过进一步开放国内国际市场，可以使其更容易

打破发展瓶颈，同时参与全球产业集群和地区产业链。④ 从合作输出国角度

看，相似的制度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而差异较大的制度则可能使企业

产生 “风险规避”心理，进而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⑤ 因此，实现国内国际

机制协调有利于降低广义贸易成本，推进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实现生产—消

费的完整循环。⑥ 在设施联通与贸易机制畅通的情况下，发展合作具有显著

的贸易促进效应，有利于加快合作参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⑦

如前所述，“协调范式”很大程度上是 “垂直范式”与 “水平范式”融

合的产物。一方面， “垂直范式”开始重视构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

等伙伴关系，发达国家在机制设计上减少直接干预等内容；另一方面，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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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范式”对机制建设的关注程度逐渐提升，尤其是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

新兴经济体取得成功，更使得机制改革和协调的发展理念得到发展中国家的

广泛认同。与 “垂直范式”不同， “协调范式”的国内机制改革并非是在发

达国家的 “指导”下完成的，而是从比较优势和市场机制出发，主动对接国

际经贸规则，实现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度参与。

图－１　发展合作的机制供给范式

根据关系平等性和机制化程度两个指标，可以对机制供给的四个范式进

行区分 （图－１）。“垂直范式”发展合作因其机制结构导致受援国参与不足，

使得无偿援助和减免债务更多体现为发达国家的 “宽宏大量”，没有提升发

展中国家自主解决发展问题的能力。但也要看到， “垂直范式”发展合作拥

有成熟的机制供给经验，对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的机制建设有很多借鉴意

义。“水平范式”发展合作主要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符合

平等自愿、共同发展等南南合作原则。 “水平范式”发展合作涉及贸易、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广泛内容，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但整

体的机制化水平有限。 “脱钩范式”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

系，主张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因此在 “脱钩范式”中，国际发展合作及其

机制供给都是不可取的。 “协调范式”则认为在全球化发展和深度一体化的

背景下，仅构建平等的伙伴关系机制仍然不够，还需在此基础上加强国内与

国际机制之间的协调，实现参与国之间的优势互补，使发展合作达到事半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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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的效果。

二、基于比较优势的 “一带一路”机制供给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积极促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

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① “一带一路”通常被界定为 “倡议”、“平台”或

“框架”，是一种以互联互通和发展合作为基本目标的机制设计。② “一带一

路”的互联互通除了包括铁路、公路、港口与管道等 “硬联通”，③ 还追求构

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 “软联通”，推动 “一带一路”机制与东道国机制、

多边发展框架的协调发展。

（一）“一带一路”发展合作致力于发挥和塑造比较优势

《援助的死亡》一书对 “垂直范式”发展合作持强烈的抨击态度，提出

西方长期以来的对非援助只是助长了非洲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贫困，阉割了

非洲的企业家精神，并使非洲深陷依赖外援的陷阱而不能自拔。④ 非洲的出

路在于学习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验，即不靠援助而是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通

过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的发展。⑤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劳动力

方面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处于劣势。如果发展中

国家长期过度依赖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将很可

能面临资源过度开发、人口红利消失、科技水平停滞不前等问题，国家产业

结构难以升级调整，长期陷入出口产品低附加值的困境。对于比较优势处于

不利地位的国家而言，当地政府可以战略性地在短期内违背现有的、外生的

比较优势，推动自身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技术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１版。

娜塔莎·马里奇、魏玲：《务实制度主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４１—６８页。

李向阳：《构建 “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
６０—６３页。

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贺文萍：《从 “援助有效性”到 “发展有效性”：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西亚

非洲》，２０１１年第９期，第１２０—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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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专业化经济等手段进行技术积累，构建新的内生比较优势。① 此外，

发展中国家还应在国内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才能将潜在和内生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

机制协调既着眼于改革国内体制以适应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也需要从

比较优势整合和递进的角度出发，关注全球和地区产业链层面的机制合作。

当前国际分工的边界正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

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

环节或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专业化生产模式下的国际分工已经演化

成产品内的国际分工，产业内的贸易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产品内的贸

易，② 表现为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水平分工。基于比较优势的

发展策略需要关注合成谬误问题。③ 例如，把东亚地区的出口导向战略扩展

到全体发展中国家，同时推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将引发劳动密集型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过量供给和大量的经济摩擦。为了避免市场无序的出现，

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地区机制建设成为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不仅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还推动塑造新的比较

优势。由于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可变的，比较优势的递进则需要政府

的引导和规制。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的产业环境，选择具有新的比较优

势潜力的产品，培育本土的产业链系统集成企业，建立自主发展型价值网

络。“一带一路”塑造新比较优势的目标是从资源禀赋优势到资源整合能力、

从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从被动接受市场向开拓市场转化。

随着 “一带一路”产业链网络的构建，发展中国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进一

步提高分工水平，并依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最终实现由产业链上游到下

游的转变。

（二）“一带一路”是以优势互补为特征的 “协调范式”发展合作

习近平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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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６页。

徐康宁、王剑：《要素禀赋、地理因素与新国际分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
６５页。

徐建斌、尹翔硕：《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第３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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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①

鉴于参与国家的成分十分复杂、同质性较弱，追求过高水平的制度整合将产

生很高的缔约成本，因此 “一带一路”强调 “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不采

取一揽子谈判和强制性的缔约模式，这本质上属于以优势互补为特征的 “协

调范式”发展合作。具体来说，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机制供给主要有四

个路径 （表－１）。

表－１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机制供给路径

路径 原则 目标

融合 规范环境深度融合
正式法律文本

一般协议文件

嵌入 双重市场嵌入
嵌入东道国市场

嵌入全球价值链

嵌套 “一带一路”与多边发展框架嵌套
扩大认同

双重遵约

对接 与已有地区机制对接
与地区合作机制对接

与地区发展规划对接

第一，规范环境的融合涉及正式法律和非正式规范两种，具体包括推动

国内立法、制定多边和地区经贸规则、开展贸易便利化合作等目标。当前，

“深度一体化”已取代关税减让成为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核心内容。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差距很大，立即制定高水平贸易协定很不现实，

因此 “一带一路”下的规范融合体现了多元化和自愿性特征。一方面， “一

带一路”积极促进地区和双边的贸易便利化，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者

经济互补较强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谈判，签署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推动与

对象国之间更深层次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 “一带一路”也达成

了大量的贷款协议、融资协议、框架协议、项目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发

展规划、合作纲要、行动计划等各种软性政策机制，推动更广泛的法规与政

策协调，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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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５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３月
２９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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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现东道国市场与全球产业链的双重嵌入。由于大部分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倚重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利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

的生产要素，在当地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园区建设可以改善东道国人均收入低、市场内需小的发展劣势，从而嵌

入东道国市场。必须指出的是，“一带一路”的园区建设不是封闭的内循环，

而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出口导向的战略措施，最终目标是推动参与国更深

入地嵌入全球产业分工。

第三，加强 “一带一路”与多边发展框架的机制嵌套。其目的有二：一

是扩大认同。自２０１３年首次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取得举世瞩目成

绩的同时，来自部分国家的质疑声不绝于耳，给倡议的进一步推进造成了相

当大的阻力。多边发展框架具有广泛的权威性和认同度， “一带一路”倡议

与多边发展框架的机制联系有助于化解部分国家的顾虑和质疑，提升参与国

和友善群体的国际站位和道义高度，对把 “一带一路”推向世界具有重要意

义。① 二是保障遵约。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往往在发展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

强调过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属于过程驱动型的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强

调互利双赢和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属于增长驱动型的发展合作。② “一带一

路”呈现出发展导向型特征，是由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内

外部环境所决定的，③ 但也可能因此对某些违反规则的行为约束不力。从这

个角度说，加强 “一带一路”机制与国际机制的规则嵌套有利于构建双重遵

约框架，为 “一带一路”参与各方提供更为稳定的行为预期。

第四，“一带一路”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④ 为避免与已有

地区机制形成冲突， “一带一路”将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国家发

展议程，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框架下有关经济和交通走廊、经贸合作区和

２１

①

②

③

④

朱磊、陈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内涵、目标与路径》，《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７９—１００页。

王小林、刘倩倩：《中非合作：提高发展有效性的新方式》，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
期，第６９页；黄梅波、唐露萍：《南南合作与南北援助———动机、模式与效果比较》，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８页。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
３４—４６页。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 “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３８—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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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合作项目的建设。① 在政治层面，“一带一路”加强与地区峰会、合作论

坛等政府间机制的对接互动。 “一带一路”对接的政府间机制包括上海合作

组织、亚信会议、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机制、大湄公河

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东盟 “１０＋１”机制、

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中非合作论坛、亚欧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论坛、中欧峰会等。尽管领导人峰会等合作机制不具有强制力，却能为沿线

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创造条件。在经济层面， “一带一路”加强与已有国家

和地区发展规划的对接。 “一带一路”构建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机制架

构，促进经济走廊之间的机制衔接。② “一带一路”还推动参与国之间的宏观

经济协调，实现其与东道国政府投资规划、地区发展议程和发达国家援助机

制之间的相互对接。③

三、“一带一路”发展合作机制供给的效用

借助融合、嵌入、嵌套、对接等不同的机制协调路径，中国与沿线国家

共同把 “一带一路”打造成 “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

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通

过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 经过七年的

发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机制供给形成丰富多元的内容设计 （表－２），对

沿线国家和全球发展合作的效用也逐渐开始显现。

（一）融合路径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融合路径集中体现在贸易和投资规则领域。中

３１

①

②

③

④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联合声明》， 《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０日，第２
版。

Ｂａｌａ　Ｒａｍａｓａｍ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Ｈ．Ｙｅ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４２，Ｎｏ．６，２０１９，

ｐｐ．１６７３－１６９４．
Ｐａｕｌ　Ｎ．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Ｉｓ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Ｈ．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ｅｄ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ｇｅｎｃｙ，１９６１，ｐｐ．２０５－２１１．

《习近平向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６月
１９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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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推动地区经

济合作深度一体化。在２０１７年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中国发起 《推进 “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有８３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参与。２０１８年以来，中国陆续与新加坡、巴基斯坦、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升级

了自由贸易协定。２０２０年年末，中国分别达成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ＲＣＥＰ）和 《中欧投资协定》，这是中国首次与日本、欧洲等世界主要

经济体达成类似协定。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年均增长４．４％。与此同时，“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超过５００亿美元，设立企业超过２．２万家，产

业聚集效应已初步显现。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从２０１３

年的１．０４万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３４万亿美元。２０１９年，中国与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４１．５％。①

表－２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机制供给内容

路径 领域 机制供给的主要内容

融合 贸易、投资
正式文本有ＲＣＥＰ、《中欧投资协定》等

一般协议文件有 《推进 “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等

嵌入

园区建设 境外经贸合作区

产能合作 钢铁、电力等１３个重点行业

互联互通 印尼雅万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

嵌套
可持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关
于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谅解备忘
录》等

多边金融 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

对接
政策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的合作规划》等

项目建设 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走廊等

４１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９
月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ｉｔｅｃ．ｏｒｇ．ｃｎ／ｎ５／ｓｙ＿ｇｚｄｔ＿ｘｓｈｄ／ｊｓｏｎ／５５３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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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干扰，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经贸合作仍持续增长，占比不断提升。２０２０年１—１１月，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对５７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１１０６．８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２５．７％ （折 合 １５９．６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４．９％），占 同 期 总 额 的

１６．３％，较上年同期提升３．６个百分点。①２０２０年１—１０月，中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额为２５．９５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１％。其中，出口１４．３３万

亿元，同比增长２．４％；进口１１．６２万亿元，同比下降０．５％。与此同时，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却逆势上扬，２０２０年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２０２０年１—１０月，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总额为３．７９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７．０％。其中，出口２．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７．３％；进口１．６８万

亿元，同比增长６．６％。②

（二）嵌入路径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嵌入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园区建设，

在东道国内部构建更加友好的营商环境。截至２０１９年年末，中国在２４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８２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规模较大的园区有中白工

业园、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中罗

勇工业园、中国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和中国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不少国家对内采取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

企业等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对外采取旅行警告、取消航班、关闭边境等对

策，企业需求和订单普遍出现下降，国际贸易和投资受到严重影响。然而，

由于园区拥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便利的市场准入条件，能够最大限度地

减少疫情的负面影响。截至２０２０年年末，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４１０

亿美元，入区企业近５４００家，上缴东道国税费４３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

岗位３７万个。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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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２０年１—１１月我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ｗｙｄｙｌ／ｔｊｓｊ／２０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１２０３０２７８２１．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总值表 （人民币）》，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３０２２４９／ｚｆｘｘｇｋ／２７９９８２５／３０２２７４／３０２２７７／３０２２７
６／３３９５３０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２０１９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新特点》，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
ｈｔｔｐ：／／ｓｇ．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ｘｔｚ／２０２００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２９３０３８２．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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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能合作，提升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

置。中国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产能合作包括１３个重点行业，分别是钢

铁、电力、有色金属、铁路轨道交通、建材、化工、工程机械、轻工、航空

航天、通信、汽车、船舶和海洋工程等行业。除了矿产资源、基础设施等重

点项目以外，“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还涉及房地产、物流等行业，投资组

合呈现出多元化趋势。２０１７年，麦肯锡发布了一份名为 《世界的下一个工

厂：中国投资如何重塑非洲》的研究报告，重点描述了席卷非洲大陆却受到

严重忽视的中国私人投资浪潮。据麦卡锡研究团队估计，２０１７年有超过１万

家中国企业在非洲运营，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

比亚等国。这些私人企业中约三分之一涉及制造业，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①

此外，非洲国家还出现了一批了解非洲、扎根非洲的中国商人和技术人员，

这些人才已成为中非经贸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有利于向非洲进行各领域

的技术转移。

三是互联互通，强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及其与世界各国的沟通

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特征，人、财、物、智的

自由流动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新的全球化不再追求征服和殖民，

也不再将扩张势力范围作为国家目标，而是通过与市场、高科技、原材料建

立更紧密的联系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

国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电力和电信建设，致力

于推动沿线地区的互联互通。在亚洲，中国企业承接了印尼雅加达—万隆铁

路、老中铁路、泰国曼谷—呵叻铁路、柬埔寨金边—西港高速公路等建设项

目。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印尼巨港市轻轨、印尼泗水—马都拉大桥、越南河内

吉灵—河东线轻轨已全线运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至吉布提的铁路正式通车。２０１７年５月，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最

大港口蒙巴萨的蒙内铁路也全线开通。亚吉铁路、蒙内铁路是 “一带一路”

在非洲的 “旗舰项目”。

６１

①

②

Ｉｒｅｎｅ　Ｙｕａｎ　Ｓｕｎ，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Ｈｏ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苏长和：《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２５—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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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嵌套路径

嵌套路径是指 “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及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的嵌套，包括

与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与联合国专门机构达成共建协定以

及利用南南合作的机制平台等。①２０１６年，中国政府分别与联合国亚太经社

会和开发计划署签订意向书和备忘录，这是中国首次与国际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协议。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政府与更

多联合国机构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一带

一路”对公共卫生治理、供应链安全等方面的关注度开始上升，其与世界贸

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机制的规则互动明显增加。

长期以来，金融合作是 “一带一路”嵌套机制的主要领域。“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后，中国已发起设立了１３个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平台，包括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各类双多边产能合作基金、区

域发展基金等，形成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框架体系。② 从功能来看，“一带

一路”融资机制存在四种类型：一是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银行

体系；二是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开发性基金体系，各基金明确直接投

资区域和领域，从事优惠性的投融资合作；三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

银行等国内信贷配套体系，属于服务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政策性银行；四是以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主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并非另起炉灶，而是积极借鉴和学习国际通行做

法，并将重点放在多边金融机构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以及向多边金

融框架忽视的一些国家提供资金和援助，③ 与多边发展框架形成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的关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２０２０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中国已与２１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８个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该报告指出，２０１９年中国与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２．７３万亿元，占同期人民

７１

①

②

③

张贵洪：《中国、联合国合作与 “一带一路”的多边推进》，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６８—１７８页。

Ａｓｔｒｉｄ　Ｈ．Ｍ．Ｎｏｒｄ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ｋａｅｌ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ｎ，“Ｗｉｌｌ　Ｔｒｕｍｐ　Ｍ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ｅａｔ　Ａｇａｉｎ？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４，Ｎｏ．２，２０１８，ｐｐ．２３１－２４９．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Ａ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Ｖｏｌ．８，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ｐ．３８４－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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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跨境收付总额的１３．９％，其中货物贸易收付金额７３２５亿元，直接投资收

付金额２５２４亿元，跨境融资收付金额２１３５亿元。①

（四）对接路径

“一带一路”机制对接的目标是实现合作参与国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国已与１３８个国家、３１个国际组织签署了２０３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包括中蒙俄、中柬、中老、中国文莱、中哈、中匈、

中捷等多个具体合作规划。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与非盟签署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这是

中国首次与地区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规划类合作文件。该规划将 “一

带一路”与非盟 《２０６３年议程》对接，明确了双方重点合作项目和完成的时

间表、路线图。

“一带一路”的对接路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中国根据欧盟对外

政策的双层特性，推进对应的 “一带一路”双层对接战略。② 中欧 “一带一

路”合作经历了从模糊处理到局部对接，再到整体、全面对接，从与部分成

员国单层对接到与欧盟机构双层对接的进程，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以及

二者之间的合作机制推动中欧形成了更紧密的双边合作关系。③ “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了俄罗斯、中亚国家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大力支持。④ 中国与

俄罗斯还探讨 “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重点包括能源、贸

易、基础设施等领域，⑤ 这符合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对外合作的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根据东道国的发展需要打造 “发展走廊”，如欧亚大陆经济走廊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２０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ｈｕｏｂｉｚｈｅｎｇｃｅｅｒｓｉ／２１４４８１／３８７１６２１／４０７３２４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张骥、陈志敏：《“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第３６—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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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ｐｐ．１７５－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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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推动与东道国发展规划的

协调。

此外，“一带一路”还积极与发达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实现对接式供给。

中国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应努力寻找利益交汇点，在高新技术等领域积极

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促进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向高质量方向转变。在现

有双边层面合作基础上发挥中欧、中日等领导人会晤机制，共同为第三方市

场合作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和统一的政策。第三方市场合作是 “一带一

路”机制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向外界传递 “一带一路”是具有开放

性、包容性特征的国际合作机制的信号。

四、“一带一路”发展合作机制供给的障碍与对策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秉持开放型、包容性、差异化三大原则，

是对现行发展合作机制的补充和优化，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发展议程中的

影响力。当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对 “一带一路”合作持开放欢迎的态度，

希望把握 “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共建高质量的发展合作机制。但在

具体实践中，“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仍存在某些机制供给障碍。

一是机制化程度相对较低。新兴经济体提供的对外援助通常不会公开发

表或透露具体的援助金额信息，联合国、ＤＡＣ等国际机制因此也未予统计。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逐渐在国际发展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发达国家对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批评和质疑也在增加，如顶层设计不足、现实操作

层面无序等。这些批评很多是污蔑抹黑，但有些则反映了 “一带一路”发展

合作在机制建设方面的不足。目前， “一带一路”建设以合作论坛、发展走

廊等松散型合作为主，而自由贸易协定等制度性合作较少。松散型合作具有

灵活、务实的优点，但由于缺乏规制性和约束力，从短期看会带来较多政治

社会风险，易遭受外界质疑和攻讦，从长远看，不利于达成 “高标准”、“可

持续”的合作目标。①

９１

① 武芳：《推进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 《中国远洋海运》，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
５８—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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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跨地区整合面临障碍。尽管 “一带一路”并不排斥高质量的贸易投

资规则，但地区合作机制的重叠以及沿线各国在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宗教

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千差万别，限制了 “一带一路”采取高标准规则的前

景。在执行力方面，亚太区域合作倾向于照顾各方舒适度，决定了 “一带一

路”不可能以强有力的执法形式约束各国行为。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设

有争端解决机制，但各国实际上却采用私下协商等传统方式进行调解，争端

解决机制既无权威，利用率又低。① 在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中，如何平衡现

实发展需求和高标准、高质量合作规范之间的关系，是 “一带一路”无法回

避又经常面对的争议问题。发达国家希望强化既有规范，强调对 “一带一

路”项目的环境、社会影响的评估和监督，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和债务的可持

续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尊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道国的现实需

求，充分考虑法律、环保、劳工等政策差异，灵活务实地推进合作。

三是政府间机制对接复杂。各国普遍存在发展合作的多头管理问题，工

作参与部门众多，体系庞大繁杂，部门分工和责权不够清晰，各部门专注于

本系统的对外援助工作，协调水平不高。一般来说，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有经

贸联委会、财经对话会、商业峰会等多种形式。参与对接的部委也很多，外

国机构包括国际发展部、财政部、央行、经贸部、能源部等，中国方面则有

外交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农业部、中国人民银

行等。这就使得中外非机制对接非常复杂，交易成本高。由于 “一带一路”

合作机制尚未完全成型，又与双边、三方以及多边合作交杂在一起，增加了

机制整合的难度，严重制约了合作机制的战略效应和经济效应。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沟通机制存在缺陷。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

很多是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资金需求较

大。目前，“一带一路”的投融资支持主要来自不同层级的官方金融支持平

台，现有融资渠道对企业跨国合作的项目风险评估较为谨慎，融资条件较为

苛刻，审批手续相对复杂。因此，融资难问题是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发展

合作的主要瓶颈，制约了相关项目的深入发展。目前，政府引导企业尚缺乏

有效抓手，企业与政府尚未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和分享渠道，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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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学礼：《“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则型风险研究》，《亚太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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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合作仍处于摸索阶段，缺乏可复制、可借鉴的合作经验和具体办法。作

为发展合作的主体，企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未得到充分发挥，市场潜力还可

进一步挖掘。

五是外部大国的负面干扰。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 “存在”，

先后出台 “亚太再平衡”战略、 “印太战略”等措施，制衡 “一带一路”的

态势日趋明显。部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制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一直

避免在中美之间 “选边站”，试图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务实经济合作的

道路。但随着中美贸易战等中美竞争态势的加剧，美国愈发不能容忍盟国在

“一带一路”等重大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多次警告盟国甚至直接施压，以

迫使其退出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在外部大国干预上升的背景

下，“一带一路”的发展合作效率和机制建设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合作涉及合作方较多，尤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

家和地区从事合作开发时，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宗教

等环境往往会给发展合作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面对这些风险，企业往往难以

单独应对，因而亟需中国与沿线国家在风险防控、安全保障等领域加强政策

对接。随着 “一带一路”合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可在已有合作项目

的基础上搭建务实高效的合作平台，促进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各方受益

的最大效应。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和部门协调，从市场需求角度构建多元融资平台。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具有显著的多头管理特点，部门分工和责权

不够清晰。各部门应专注于本系统的对外援助工作，加强协调，形成合力。

应发挥财政部门、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拓展现有投融资

渠道和方式，完善多元、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合作投融资体系，为合作项目

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支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通过贷款、

担保、股权投资、联合融资等多种方式，发挥融资促进和风险分担作用。应

推动亚投行、丝路基金与国外金融机构合作设立投资基金，通过建立银联

体、共同投资基金或联合融资等形式，为沿线发展合作项目提供先导融资，

吸引和催化各方公共和私人资本加入。

第二，在确保差异性和舒适度的基础上，树立发展合作的示范项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多样，不能简单地采取一揽子多边谈判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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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应采取因地制宜的 “协调范式”供给模式，制定地区差别化发展

合作战略，实现与多边、地区、东道国层面的制度协调。在项目执行上，

要树立高质量 “一带一路”项目示范，为中国广大 “走出去”企业和沿线

其他机制合作提供样板。值得注意的是，打造高质量、高标准和可持续的

项目样板，不仅需要通过严格的项目合规监管，还应满足环保、反腐、文

化保护等社会标准。通过鼓励中国企业在当地承担社会责任，塑造良好的

媒体形象。

第三，加强社会层面的机制互动和规则协调。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

府间机制较为充裕，在某些地区还存在重叠，因此政府高层互动和宏观政策

协调已经具备便利和畅通的渠道。与之相比，仍然缺乏企业、行会等社会团

体的制度安排。 “一带一路”应充分发挥经济团体、行业协会和贸促机构的

作用，搭建信息共享、能力提升和项目对接的平台，如建立高质量的 “一带

一路”发展合作数据库，为沿线国家提供政策、法律、项目等信息服务。还

应加强沿线专业组织在国际标准、企业信息库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建立

研究机构定期信息沟通和交流机制，并制定详细的合作路线图，明确重点工

作和实施计划。

第四，不断提高三方或多边合作的比重，减少发达国家的猜疑和打压。

为了回应美国等发达国家对 “一带一路”合作议程的关切、发挥自身在发展

领域的合作优势，中国应积极推动发展合作部门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对话和

协调，可组织研讨会、洽谈会、对接会、项目推介会等经贸活动，为企业开

展第三方合作搭建平台。在多边合作上，应加强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

对接，让国际社会更充分地了解和支持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对

待第三方市场合作和多边合作，既要强调 “互利共赢”，更要向国际社会传

递 “高标准、可持续”的信号，从而占领话语和道德高地。

五、结　　语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 “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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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① 随着国家发展

能力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参加国际组织框架下

的发展援助，而且主动发起国际发展合作和对外援助。在 “一带一路”推动

下，南南合作从双边和区域范围的安排发展为跨区域和全球范围的安排，国

际发展合作从 “垂直范式”向 “水平范式”乃至 “协调范式”转变，能力有

限的发展援助机构逐渐让位于涉及范围广泛的发展合作项目，政府间的双边

发展合作正在被多元主体参与的多边合作方式所取代。

随着 “一带一路”不断推进深化，国际发展合作不再局限于呼吁发达国

家履行将国民总收入的０．７％用于官方援助的承诺，而是将 《落实２０３０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等文件转

化为切切实实的行动。 “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基于比较优势原则，不断创新

融合、嵌入、嵌套和对接等机制协调路径，为国际发展议程注入了新动力。

“一带一路”提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推动包容性和联动式发展，让

发展合作的成果惠及全球。在不断完善全球、地区治理机制的过程中， “一

带一路”也提升了自身的机制化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

基础。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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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７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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